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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調查努力量應隨棲地與季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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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動物調查努力量大多固定，例如在所有棲地與季節以相同次數或頻度進行調查。但是群聚結

構與個體偵測率可能隨空間或時間而有所變異；固定努力量可能使不同樣本之間的代表性或完整

性不同，從而導致錯誤結論。本研究以 6個物種—豐富度模型建構人工群聚，並以 7個偵測率模
擬抽樣，說明不同群聚結構及偵測率，需要的努力量不同。另以臺南大凍山低海拔闊葉林及七股

濕地鳥類資料，實證不同棲地與季節需要不同的努力量；資料分析結果亦發現普遍採行的每月 1
次調查頻度及環保署環評技術規範的努力量大多嚴重不足。依據本研究結果，建議未來應避免在

所有棲地與季節以相同努力量調查動物群聚，並在調查過程隨時評估樣本完整性。本研究也提出

動物調查實施流程及停止調查之決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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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animal-survey projects use a fixed-effort sampling regime for every site during the entire 
survey period. However,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and/or the individual's detectability might be different 
for various habitats and seasons. Therefore, fixed-effort surveys could yield samples with une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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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動物群聚調查完整性受努力量影響。動

物的空間移動、季節發生及可偵測率特性，

影響調查得到的群聚種類多樣性 (Boulinier et 
al. 1998; Dorazio et al. 2006)。在努力量不足情
況下，發生率 (生物個體出現機率 )與可偵測
率 (出現的生物個體被察覺機率 )對多樣性量
測的影響，可藉由統計學方法修正 (e.g., Chao 
1984, 1987)。但要建立完整名錄 (即 inventory 
survey)，仍需投入足夠努力量。調查努力量，
例如樣區面積、樣點數目、重複調查次數、

總調查時間或累計察覺個體數，投入愈多，

群聚結構就能建立得愈完整。

固定調查努力量可能使樣本之間的群聚

代表性或完整性不一致。調查努力量大多固

定 (Watson 2017)，例如以定點計數法 (point 
count)調查鳥類時，所有樣點的停留時間一
致，不論其棲地類型為何；或一律以每月 1
次的頻度在所有類型棲地與季節重複調查。

但不同群聚需要的努力量可能不同。以固定

努力量調查所有群聚，將導致群聚之間難以

相互比較。Watson (2003)認為若以固定努

completeness and cause misinterpretations of true natural state.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detectability on the required effort for animal surveys, I constructed artificial 
communities with six species-abundance models and randomly sampled from these using seven different 
individual detectabilities (i.e., sampling probabilities). I calculated the rarefaction curves and Chao2 
estimated species richness for these simulated survey datasets. I also used two empirical datasets, one 
sampled from a woodland and one from coastal avifauna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ir optimal sampling 
effort. Results suggest that both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detectability, which might vary 
between habitats and/or season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required effort. Therefore, researchers should 
avoid to sample with fixed-effort when conducting biodiversity surveys. Species richness estimators (e.g., 
Chao2) and rarefaction curves can be used to assess the completeness of samples and therefore serve as a 
stopping rule for such surveys.

Keywords: stopping rule, surveying effort, wildlife survey

力量調查所有樣區，則較小且較不複雜的樣

區，其調查結果的代表性與完整性將高於較

大且較複雜的樣區。他因此主張決定停止調

查的準則，應取決於調查結果 (i.e., results-
based stopping rules)，而非已投入多少努力量
(i.e., effort-based stopping rules)。Chao and Jost 
(2012)則認為以傳統稀釋 (rarefaction)或外推
(extrapolation)曲線，比較相同樣本大小的群
聚多樣性，會扭曲其結果。因為同樣努力量，

低多樣性群聚可以被充分調查，但高多樣性

群聚的調查結果卻無代表性。他們因此推廣

以樣本涵蓋率 (sample coverage)做為比較基
礎。這些研究均認為調查努力量應視群聚特

性而定。惟在影響努力量需求的原因方面，

均只籠統地認為比較複雜或多樣性比較高的

群聚，需要的努力量高於結構簡單或多樣性

比較貧乏的群聚。至於影響需要努力量的真

正原因，並未探究。事實上，影響努力量的

因素目前仍不清楚，相關討論亦非常缺乏。

調查所需努力量隨棲地與季節而異。

Shiu and Lee (2003) 曾 在 臺 灣 中 部 海 拔
1,800–3,000 m山區探討以定點計數法調查
鳥類時的最適停留時間與樣本數。他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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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闊葉林及針葉林 3類棲地，測試在鳥
類繁殖季與非繁殖季需要的調查努力量。結

果發現同一棲地在不同季節時，所需停留時

間與樣本數並不相同；同一季節但棲地類型

相異時，需要的停留時間與樣本數也不一

樣。張 (2009)以類似方法討論臺灣南部海拔
30–1,000 m平原及丘陵地的草地、果樹林及
天然闊葉林鳥類調查所需努力量，也認為不

同棲地類型與季節的調查所需努力量不一樣。

另外，Shiu and Lee (2003)與張 (2009)都討論
到草地與闊葉林的需要努力量，但兩者樣區

的海拔分布有明顯差距；比較其結果，發現

類似棲地但海拔高度不同時，縱使季節一樣，

需要的努力量也不同。

所需努力量受群聚結構及個體偵測率影

響。如前所述，不同棲地類型與季節，動物

相調查需要的努力量不同。組成群聚的每一

物種可被偵測之機率，是影響努力量的重要

因素。如果大部分種類都很容易被偵測到，

需要的努力量就比較少；相對而言，若不容

易被偵測到的隱密或稀有物種佔大多數，要

獲致完整物種分布資料，需要投入的努力量

就會增多。而物種偵測率若具有棲地與季節

間的變異，就會使不同棲地與季節需要的努

力量不同。物種偵測率可拆解成兩個元素：

群聚結構與個體偵測率。在此，群聚結構指

群聚組成物種之間的相對豐富度，可以用物

種—豐富度模型 (species-abundance models, 
SAMs)歸納。當群聚由少數優勢種與多數稀
有種組成時，必須投入較多努力量，以察覺

大量稀有物種。相對而言，當群聚組成物種

之間的相對豐富度分配較為均勻且數量普遍，

則調查努力量的需求就可以降低。至於個體

偵測率則與線索頻度有關。以定點計數法調

查鳥類群聚為例，當繁殖季鳥類察覺線索頻

繁時，個體容易被偵測到，此時需要的努力

量較少。但在非繁殖季鳴聲較少時，則必須

延長定點停留時間或增加重複調查次數。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討論群聚結構與個體

偵測率對動物資源調查所需努力量的影響。

在此，努力量只討論樣本數。若是定點計數

或穿越線法 (line transects)，因為定點調查半
徑與停留時間，或穿越線長度與行進速度通

常固定，因此每一定點或穿越線的單次調查

可視為一獨立之樣本單元。此時努力量即定

點數目或穿越線的獨立線段數，乘以重複調

查次數。若為群集計數 (counting flocks)或地
區搜尋法 (area search)，則因為樣區面積不定，
因此努力量為全區的重複調查次數。我以不

同 SAMs的人工群聚，利用不同偵測率隨機
抽樣以模擬調查樣本，並分析努力量。另外，

也在相同 SAM與偵測率之下，探討不同種類
多樣性 (species richness)群聚的所需努力量。
我同時以實際鳥類調查資料，分析棲地及季

節的影響；同時也討論臺灣慣行重複調查頻

度，例如每月或每季 1次，以及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以下簡稱環保署 )公告的「動物生態
評估技術規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11)之
努力量規定是否適切。最後，我提出動物資

源調查的實施步驟與停止調查的決策流程，

以供未來相關資源調查與研究之參考。

研究方法

一、人工群聚

1. 群聚結構的影響

我以不同的 SAMs建構 6個各含 100個
物種及 10,000個個體的人工群聚 (圖 1)：
(1)均勻群聚 (代碼 EVEN)，每一物種的個
體數均等，都是 100；(2) 依據 MacArthur's 
broken-stick distribution (MacArthur 1960) 建
構之群聚 (代碼 BS)；(3)以 Fisher's log-series 
distribution (Fisher et al. 1943)建構之群聚 (代
碼 LS)，其中參數 alpha設定為 50；(4)最後，
以 Pareto distribution (Johnson et al. 1995) 建



44 動物調查努力量應隨棲地與季節調整44

構 3個群聚，3個群聚的尺度參數 scale均為
1，形狀參數 shape則分別設定成 0.3 (代碼
PD3)、0.6 (PD6)及 0.9 (PD9)。除群聚 EVEN
之外，其餘以 R package "sads" (Prado et al. 
2017)計算各群聚內的每一物種之相對豐富度
機率值，再以下式計算每一物種的個體數：

 
1

10,000
S

i i i
i

I p P
=

=  

式中，Ii 為物種 i 的個體數，四捨五入至
整數；Pi 為物種 i 的相對豐富度機率值；S 是
群聚的總物種數。

物種數與樣本數之間具有函數關係。稀

釋曲線 (rarefaction curve)是兩者之間對應的
關係圖。依努力量單元差異，可區分為以樣

本為基礎之稀釋曲線 (sample-based rarefaction 
curve, SRC)，以及以個體為基礎之稀釋曲
線 (individual-based rarefaction curve, IRC) 
(Colwell et al. 2012)。稀釋曲線可用以估計
欲調查到某一特定物種數時，所需的努力

量。另外，當努力量還不充分時，可利用樣

本當中稀有種出現資訊，推估還有多少稀有

種未被調查到，從而估計總物種數。Chao2 
estimator (Chao 1987)是以僅出現於 1個樣本
與僅出現於 2個樣本的物種之種數，估計總
物種數。Chao1 estimator (Chao 1984)則是以
樣本中僅 1個個體數與僅 2個個體數紀錄的
物種之種數估計。

我以抽後不放回方式，從人工群聚隨機

抽取 50個個體 (即 0.5%的個體偵測率 )，
得到單次生態調查樣本；重複 600次。再計
算這 600 份調查樣本的 SRC。另以Chao2 
estimator計算樣本數由 1至 600，每一樣本規
模之總物種數估計值；每一樣本規模以抽後

不放回隨機抽樣 100次平均之。另以下式估
計每一樣本規模未調查到的物種數比例：

式中，Sud 為每一樣本規模未調查到的物

種數佔Chao2的百分比； Chao2為該樣本規
模之下，以Chao2 estimator計算得到的總物

圖 1. 本研究人工群聚使用的 6個物種—豐富度模型。群聚模型建構方式及代碼，請見內文。

Fig. 1. The artificial communities with six different species-abundance models. See the text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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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數估計值；Sob 為某一樣本規模對應 SRC之
物種數。

2. 偵測率的影響

我以 PD9群聚探討個體偵測率對所需
調查努力量的影響。以每次可以調查到群聚

總個體數的 0.5、1、2、5、10、15、20%個
體數隨機抽樣，每一偵測率抽取 600份樣
本。計算每一偵測率的樣本數由 1至 600的
SRC、Chao2及 Sud，其中每一樣本規模的

Chao2以抽後不放回隨機抽樣 100次平均之。

3. 種類多樣性的影響

我以 MacArthur's broken-stick distribution
建構 5個不同種類多樣性的人工群聚，以探
討種類多樣性對所需調查努力量的影響。物

種數分別設定為 40、60、80、100及 500，總
個體數則分別為 4,000、6,000、8,000、10,000
及 50,000。以 1%個體數偵測率抽取 300份調
查樣本，計算每一人工群聚的 SRC及樣本數
由 1至 300的Chao2；每一樣本規模的Chao2
以抽後不放回隨機抽樣 100次平均之。

所有人工群聚模擬樣本的 SRCs 及
Chao2，均以 EstimateS version 9.1.0 (Colwell 
2013)計算。

二、真實群聚

我以大凍山天然闊葉林及七股濕地的鳥

類調查資料，探討調查真實鳥類群聚時，努

力量與累積察覺鳥種數之間的關係。鳥種不

經篩選；包括稀有鳥種與外來種均納入分析，

以充分反映調查努力量與察覺鳥種數之間的

關係。大凍山天然闊葉林鳥類資料取自張

(2009)的研究；樣區位於大凍山至崁頭山一帶
海拔 350–1,000 m山區，行政區界屬於臺南市
白河區與東山區。七股濕地鳥類資料取自林

等 (2011)的報告；七股濕地位於臺南市七股
區，樣區分布北至西寮，南至曾文溪口北岸，

西至海岸線，東至臺 61線快速道路以東 1 km

內。樣區棲地類型包括河川地、河川浮覆地、

潟湖、潮溝、紅樹林、深水魚塭、淺坪魚塭、

廢棄鹽田、以及防風林。

大凍山天然闊葉林樣區鳥類調查於 2007
年 10月至 2008年 1月的非鳥類繁殖季及
2008年 3月至 6月的繁殖季，以定點計數法
進行。非繁殖季與繁殖季分別設置 20與 25
個樣點；同一季節的樣點，間距至少 200 m。
非繁殖季重複調查 2次，繁殖季 3次；同一
樣點 2次調查之間至少相隔 15天。只在天氣
晴朗或多雲時的日出至日出後 2 hr內調查。
每一定點停留 30 min，記錄每分鐘於半徑 50 
m之內所有聽及看到的鳥種及數量。本研究
擷取每次調查的前 6 min資料分析。因為天
候因素限制，並非每一樣點均完成規劃之調

查次數。以 1個樣點 1次調查為 1個獨立樣
本計，總計繁殖季有 72份樣本，非繁殖季 40
份。非繁殖季與繁殖季資料分別以 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分析，樣本均未呈現
明顯空間與時間變異。

七股濕地鳥類調查於 2011年 3月下旬
至 2012年 3月下旬進行。依據鹽田、魚塭等
地景的既有邊界，設置 138個小樣區。調查
樣區面積合計約 394 ha，其中，廢棄鹽田佔
30%、浮覆地及淺坪魚塭各佔 25%、潟湖及
其餘棲地類型各佔 10%。每隔 1–2 wk，於天
氣晴朗之日間，以群集計數法調查所有小樣

區出現的鳥種及數量。共進行 45次調查；取
樣的鳥類群聚橫跨春季過境期、夏季留鳥期、

秋季過境期及冬季候鳥期 (許等 2010)。

大凍山及七股樣區的調查樣本均計算其

Chao2、SRC及 Sud；每一樣本規模的Chao2
以抽後不放回重複抽樣 100次平均之。另外，
以 2倍樣本數外推 SRC (Colwell et al. 2012)，
以評估投入額外努力量可以調查到的種類多

樣 性。 所 有 SRCs 及 Chao2 均 以 EstimateS 
version 9.1.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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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以 0.5%個體偵測率抽樣，6個人工群聚之 (a)稀釋曲線、(b) Chao2估計值、以及 (c)未察覺
物種數百分比隨樣本數之變化情形。群聚代碼請參考圖 1。

Fig. 2. The (a) rarefaction curve, (b) Chao2 estimated species richness, and (c) percent of undetected 
species (Sud) for the simulated datasets sampled from six artificial communities (as Fig. 1). The individual 
detectability was set at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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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人工群聚

群聚結構影響所需調查努力量。隨機抽

樣模擬調查樣本，要調查到一定百分比，例

如 80%的物種數，EVEN、BS、LS、PD3、
PD6及 PD9需要的樣本數依次遞增 (圖 2a)。
而這些人工群聚的均勻度指數 (e.g., Pielou's 
evenness index)則依次遞減。毫無疑問地，各
物種之間的相對豐富度愈均勻的群聚，需要

的樣本數愈少。惟均勻度不能完全反映所需

樣本數。例如 BS、LS、PD3的均勻度指數依
次遞減。BS剛開始的察覺物種數增加速率的
確比 LS及 PD3快，但在察覺到約 90%的物
種 (或 17個樣本 )之後，BS察覺物種數的增
加速率變得比 LS緩慢；察覺到 97%的物種
(或 50個樣本 )之後，增加速率又比 PD3慢。
SAMs (圖 1)說明了察覺物種數增加速率差異
的原因；BS約有 5–10個物種的相對豐富度
機率值極低，導致一開始察覺物種數增加快

速，但當大部分物種已被察覺到之後，再察

覺到新物種的速率就會變得非常緩慢。此結

果說明不同 SAMs群聚之間，無法以任何連
續計量變數 (例如多樣性或均勻度指數 )充分
反映需要的調查努力量差異。

群聚結構同時也影響Chao2物種數估計
的準確度。Chao2是以發生率為基礎的估計
量 (即 incidence-based estimator)；因此隨樣本
數增加，估計得物種數愈接近人工群聚的實

際物種數 (圖 2b)。Chao2估計準確度受群聚
均勻度影響；相對豐富度分配愈不平均的群

聚，要達到相同準確度所需的樣本數愈多。

例如均勻度最差的 PD9，需要 116個樣本，
其Chao2估計值與實際物種數的差值才能收
斂至 5%以內；但是均勻度較高的 LS則僅需
10個樣本。

除群聚結構之外，個體偵測率也會影響

所需努力量。以 PD9群聚模擬，調查到 80%
物種的所需樣本數，隨偵測率變低而增多 (圖
3a)。而Chao2同樣受偵測率影響；高於 10%
時，不同偵測率之間的Chao2隨樣本數之變
化曲線很難區別。但當偵測率在 5%以下時，
偵測率愈低，要達到同樣估計準確度的所需

樣本愈多 (圖 3b)。

另一方面，種類多樣性並不影響努力量。

同樣是 broken-stick distribution model，但物種
數不同的群聚，以相同個體偵測率隨機抽樣

模擬，並將得到的物種數轉換成群聚總物種

數百分比。結果發現不同種類多樣性的群聚

之間，不論 SRCs或Chao2對樣本數之曲線，
均近乎完全疊合 (圖 4)。也就是說，當 SAM
相同且個體偵測率一樣時，種類多樣性幾乎

不會影響調查所需努力量。

察覺物種數 Sob 與估計物種數Chao2的
比值，可做為調查努力量是否足夠的指標。

Chao2可在樣本數少，Sob 仍不高時，即準確

估計群聚物種數。隨樣本數增加，Chao2與
Sob 的差值先擴大，再收斂。未察覺物種數百

分比Sud 因此會先快速躍升，之後隨樣本數增

加而收斂。Sud 收斂速度受群聚結構影響，個

體數分配愈均勻的群聚，收斂愈快 (圖 2c)；
另外，也受個體偵測率影響，偵測率愈高，

收斂速度愈快 (圖 3c)。Sud 適合用以評估調查

努力量是否足夠；搭配外推 SRC，更可估計
尚需投入的努力量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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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PD9群聚以 0.5、1、2、5、10、15、20%個體偵測率抽樣，模擬 (a)稀釋曲線、(b) Chao2估
計值、以及 (c)未察覺物種數百分比隨樣本增減之變化情形。

Fig. 3. The (a) rarefaction curve, (b) Chao2 estimated species richness, and (c) percent of undetected 
species (Sud) for the simulated datasets sampled from the PD9 artificial community. The individual 
detectabilities were set at 0.5, 1, 2, 5, 10, 15, and 20%,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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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物種數分別為 40、60、80、100、500的 5個 BS群聚，以 1%的個體偵測率抽樣，其稀釋曲
線及Chao2估計值隨樣本數增減之變化情形。注意 5個群聚的曲線幾乎完全疊合。

Fig. 4. Chao2 species richness curves (light lines) and rarefaction curves (black lines) for five simulated 
datasets sampled from the artificial broken-stick communities with 40, 60, 80, 100, and 500 species, 
respectively. The individual detectability was set as 1%. Note that the curves of the five simulated 
communities almost completely overlap.

二、真實群聚

大凍山天然闊葉林繁殖季鳥類調查，累

計記錄到的鳥種數與Chao2估計值均為 30
種。也就是總投入努力量已調查到該時空之

下的全部鳥種。而若只要調查到全部物種數

的 95%，僅需 33份樣本。以設置樣點數換算，
重複調查 2次即可滿足；依該調查的實際期
程，相當於每 2個月 1次。Sud 雖隨樣本數增

加而微幅上下波動，但大致呈現單調減少之

趨勢 (圖 5a)。至於非繁殖季，累計調查到 28
種；惟至調查結束，Chao2及Sud 仍呈現上升

趨勢。以 2倍樣本數外推 SRC至 80份樣本，
也就是重複調查 4次，也只能察覺到Chao2
估計的 34種之 91%(圖 5b)；依實際野外期程

計，相當於每月 1次。以此例而言，繁殖季
與非繁殖季需要的努力量差別非常明顯；非

繁殖季需要的努力量遠多於繁殖季。

七股濕地群集計數法鳥類調查 (圖 6a)，
累計記錄到 94 種，Chao2 估計 96 種。以
SRC估計調查到Chao2的 95%，需重複 36
次；研究期程為全年，相當於每月調查 3次。
而如果以一般慣用的每月 1次之調查頻度估
計，則 1年內 12次調查可察覺到總物種數的
77%。另以特定棲地類型觀之，深水魚塭 (圖
6b)累計調查到 14種，Chao2估計 16種。如
果要調查到Chao2的 95%以上物種，估計
需 59份樣本，相當於 1年內，每星期 1次以
上的調查頻度。而若以 1年 12次調查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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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僅能察覺到總物種數的 44%。另外，廢棄
鹽田 (圖 6c)累計調查到 62種，Chao2則估
計有 80種。不論Chao2或 Sud，增加至實際

調查的最大樣本數時，仍呈現上升趨勢；顯

示投入的努力量仍不足夠。就算外推 SRC至
90份樣本，也只能察覺到Chao2估計值的

91%。若以 1年 12次調查估計，則僅能察覺
到總物種數的 51%。七股濕地案例顯示，不
同棲地類型或空間尺度之間，需要的重複調

查次數並不相同。而若以慣用的每月 1次之
努力量調查一整年，所得結果的代表性將非

常不充分。

圖 5. 大凍山天然闊葉林 (a)鳥類繁殖季及 (b)非繁殖季調查資料之Chao2估計鳥種數 (粗線 )、稀
釋 (細實線 )及外推曲線 (虛線 )、以及未察覺物種數百分比 (灰線 )，隨樣本數增減之變化情形。

Fig. 5. Chao2 estimated species richness curve (bold black line), rarefaction (black line) and extrapolation 
curves (dashed line), and percent of undetected species (light line) for the bird species recorded during (a) 
the breeding and (b) the non-breeding seasons in Dadongshan broadleaved forest, 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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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七股濕地 (a)全部樣區、(b)深水魚塭、以及 (c)廢棄鹽田鳥類調查的Chao2估計鳥種數 (粗線 )、
稀釋 (細實線 )及外推曲線 (虛線 )、以及未察覺物種數百分比 (灰線 )，隨樣本數增減之變化情形。

Fig. 6. Chao2 estimated species richness (bold black line), rarefaction (black line) and extrapolation 
curves (dashed line), and percent of undetected species (light line) for the bird species recorded in (a) the 
whole study region, (b) deep water fishponds, and (c) salt fields in Qigu wetland, Tainan.

討論

一、影響需要努力量的因素

群聚結構 (SAMs)與個體偵測率影響需要
的調查努力量。物種愈容易被偵測到，需要

的努力量愈少。而物種之間的相對豐富度分

配愈均勻且個體偵測率愈高，群聚組成物種

就愈容易被偵測到。另外，種類多樣性不會

影響需要努力量。當群聚結構及個體偵測率

一樣時，每次調查到的物種數與總物種數之

間的比例接近定值；因此無論物種數多寡，

需要的努力量近似。

群聚結構隨棲地與季節而異。例如潘

(1998)分析淡水河沿岸 9個棲地迥異的調查
站於 1992–1996年間的鳥類群聚，發現各站、
各季節、甚至各年份之間群聚呈現的 SAMs
並非完全相同。池 (2000)研究客雅溪口鳥類
群聚的季節動態，群聚的 SAMs亦表現出明
顯季節差異。許 (2003)探討臺灣中海拔山區
闊葉林及針葉林鳥類群聚結構的季節變異，

結果兩森林鳥類群聚在繁殖季與非繁殖季符

合的 SAMs有所不同。這些結果顯示，不同
棲地類型與季節的群聚結構可能不一樣。棲

地之間環境資源與條件的差異，季節之間候

鳥遷移與族群動態、環境變化、種間資源利

用區隔 (resource partitioning)變動等，都可能

影響群聚結構。因此調查努力量需視棲地與

季節而異。個體偵測率也與棲地及季節有關。

以鳥類為例，空曠環境通常視線較好，鳥類

鳴聲也能傳遞得較遠 (Nicholls and Goldizen 
2006)。另一方面，溪流及河岸邊，雖視線開
闊，卻因水流聲音干擾，較難依賴鳴聲察覺

鳥類。都市環境則常受低頻噪音干擾，影響

個體偵測。而在季節方面，繁殖季因為鳥類

求偶，聲音察覺線索通常比非繁殖季還要多。

但是非繁殖季在落葉林，則可能因為視線變

得開闊，而容易藉由視覺偵測到鳥類。有些

偵測率的變動因素可依賴標準化調查方法盡

量予以控制。例如只在清晨鳥聲頻繁時調查，

並避免於惡劣天候下進行。但是棲地與季節

因素無法藉由標準化方法免除。因此調查努

力量需要因應棲地與季節改變。

時間上的物種轉換率是影響努力量的另

一因素。許多生物群聚的物種組成具有明顯

季節轉換現象。例如很多昆蟲僅在特定時

節發生，許多候鳥在特定季節出現 (e.g., 池
2000；許等 2010)。當調查期程拉長，致使群
聚的物種組成明顯轉換，則所需努力量勢必

增加。本研究七股濕地鳥類群聚的調查期程

為全年，需要的重複調查次數均高於大凍山

天然闊葉林繁殖季及非繁殖季鳥類群聚需要

的次數。兩樣區調查期間鳥種組成的穩定性

絕對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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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在人工群聚模擬時，係假設不

同物種的個體偵測率一樣。但在真實群聚，

物種特徵影響其可偵測性 (Seoane et al. 2005; 
Sólymos et al. 2018)。例如目視能夠察覺林冠
層活動鳥類的距離，通常比灌叢鳥類來得遠。

而大部分燕雀目鳥類鳴聲頻繁，比其他鳥類

更容易藉由聲音被察覺，尤其在繁殖季時。

因此，群聚組成物種的察覺線索特性差異，

也會影響需要的調查努力量。

空間尺度是影響努力量的另一因素。本

研究中，七股濕地樣區共 394 ha，棲地類型
包含潮溝、紅樹林、淺坪魚塭、深水魚塭、

廢棄鹽田、防風林等；全部樣區的空間尺度

最大，棲地多樣性也最高，但需要努力量相

對而言卻最低。樣區愈大，要調查的小樣區

愈多，則單次調查時，於某一小樣區未能被

偵測到的分布鳥種，愈有機會在其它小樣區

被發現。相對而言，當空間尺度過小時，若

鳥類活動範圍較大，便容易降低單次調查時

的出現率，從而使需要重複調查的次數增

加。例如擷取其中面積僅 2.3 ha的深水魚塭，
其棲地較全部樣區均質，惟需要重複 59次才
能調查到總物種數的 95%，高於七股全區的
36次。

另一方面，廢棄鹽田有 113.4 ha，面積
遠大於深水魚塭，但重複至 90次，仍無法滿
足總物種數 95%的努力量需求；顯然無法以
空間尺度解釋。群聚組成物種的特性差異，

可能是廢棄鹽田需要努力量遠高於深水魚塭

的原因。以最大概似法 (maximum-likelihood)
分析兩棲地鳥類群聚的物種—豐富度分布

(species-abundance distributions)，發現符合相
同的 SAM；也就是兩者有相似的群聚結構。
但是廢棄鹽田有較多稀有物種。廢棄鹽田全

年個體數紀錄在 10隻以下的種類有 28種，
深水魚塭僅 12種。這些稀有種絕大部分為遷
移性鳥類，僅在極短暫的特定季節出現；稀

有遷移性鳥類的低發生率，應該是導致廢棄

鹽田需要較多調查努力量的原因。這些結果

顯示，無法以單一因子，例如樣區大小或棲

地類型，事先決定需要的調查努力量。

二、需要努力量的決定

動物資源調查的努力量大多固定且缺乏

依據。我搜尋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ndltd.ncl.edu.tw/) 近 10 年 (2008–2017)
於論文名稱、關鍵詞或摘要中，出現「鳥類

相」或「鳥類群聚」詞彙的學位論文；也以

相同詞彙搜尋華藝線上圖書館 (http://www.
airitilibrary.com/) 2008–2017年間在臺灣出版
的期刊論文。我篩選其中實際以定點、穿越

線、霧網 (mist nets)、群集計數或地區搜尋法
進行調查的文獻，但排除方法學研究與公民

科學計畫，共 27篇，並整理其調查努力量。
結果發現不論單次調查努力量，例如定點計

數法停留時間或霧網法的網時 (net-hours)，
或重複調查次數或頻度，同一研究在各棲地

與季節之間完全固定。另外，設定的努力量

大多缺乏依據。以採用定點計數法的 17篇文
獻為例，未交代停留時間有 5篇，未說明停
留時間之根據 8篇，僅 3篇有停留時間之引
用文獻 (但調查的棲地類型或季節卻與引用
文獻不同 )，1篇進行先期試驗以決定停留時
間。而所有重複調查頻度 (例如每月或每季 1
次 )，則完全沒有努力量決定的依據。Watson 
(2017)曾檢視 2004至 2016年之間發表的 225
篇陸棲鳥類研究的調查努力量，也發現大部

分研究採取固定努力量 (71%)。只有 5%採用
不定努力量，也就是依結果決定是否停止調

查。而這些研究有高達 78% (175篇 )未解釋
其努力量如何決定，且其中只有 6篇的努力
量有引用文獻。另外，固定努力量也見於法

規要求。環保署公告的「動物生態評估技術

規範」，依環境敏感特性，明訂環境影響評

估作業的動物生態調查努力量。環境敏感等

級以海拔及保護區設立法源為分類標準，區

分三個等級；同一等級之內的各類型棲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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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適用相同努力量規範。規定的最低調

查頻度，第一級區域調查 2季，每季 1次；
第二級區域 2–4季，每季 1次；第三級區域 4
季，每季 2次。環保署的技術規範，同樣無
法找到任何努力量設計之依據。

每一調查個案，都有其特定的努力量需

求。固定努力量的設計概念，基本上認為相

同努力量即具有相同比較基準，縱使棲地與

季節迥異。惟本研究結果，不論人工群聚模

擬或野外真實群聚分析結果均顯示，隨棲地、

季節、空間尺度的不同，需要的調查努力量

也不一樣。以固定努力量，例如重複調查頻

度或環保署訂定之技術規範，套用在任一動

物資源調查案，顯然有很高風險：不是努力

量不足而無法獲致完整物種分布資料，並導

致不同棲地或季節之間缺乏相同比較基礎，

不然就是努力量過度而浪費研究資源。

就動物資源調查而言，現行慣用的重複

調查努力量並不充分。重複調查頻度設計經

常基於調查者作息方便，而非統計抽樣需

求。常見調查頻度為每月 1次。有些分類群
的活動模式確實與月週期有關，例如蛾 (e.g., 
Yela and Holyoak 1997; McGeachie 1989)、陸
蟹 (Forward 1987; Morgan and Christy 1995)、
海 龜 (e.g., Law et al. 2010)， 但 除 了 夜 鷹
(Caprimulgidae) (Mills 1986)等夜間活動鳥類
外，大部分鳥類活動並沒有月週期特性。對

日行性鳥類而言，每月 1次之重複調查頻度，
顯然完全取決於調查者本身作息方便。本研

究的野外實證資料顯示，若以察覺 95%物種
為標準，除大凍山天然闊葉林繁殖季鳥類群

聚之外，慣用的每月 1次持續 1年之調查努
力量絕對無法滿足需求，遑論環保署「動物

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努力量要求最嚴格的第

三級區域，僅規範每 3個月 2次調查。而瀕
臨絕種或珍貴稀有野生動物在群聚中相對數

量大多較低，極可能就是處於未能被察覺到

的 5%之中。如果環境影響評估關注開發對保

育類野生動物的影響，則不論環保署技術規

範或慣行每月 1次努力量，都顯為不足。如
何規劃充足努力量並在調查過程隨時檢核評

估，是重要且實際的課題。

調查過程應隨時評估努力量是否充足。

影響調查努力量的因素不但多，且容易變

動。事實上，一個動物資源調查案，難以在

規劃階段即準確預估需要努力量；前人研究

的經驗值也只能做為參考。實務上，大部分

調查都是在事前規劃定額努力量。但在無法

確定需要努力量的限制下，務實做法應該是

以無損樣本獨立性的最小取樣時間間隔，做

最多次重複調查的規劃，並在執行過程隨時

評估努力量是否已經足夠而可以停止調查。

Watson (2004)曾設計兩種森林鳥類調查的停
止規則：以連續 20 min搜尋法取樣 4次，
如果僅 1次紀錄的種數少於或等於僅 2次紀
錄的種數，即停止調查；或連續 3次採樣都
沒有新紀錄種，停止調查。後者類似漸近線

(asymptote)概念，即物種數累積曲線達到水
平。Aerts et al. (2008)以每次 1小時的定時計
數 (timed species counts)進行森林鳥類調查，
若在一個樣區僅被看到 1次的鳥種數小於或
等於僅被觀察到 2次的鳥種數 (Bibby 2004; 
Watson 2004)時，則假設這一樣區已被充分
抽樣。Wyshynski and Nudds (2009)在森林鳥
類群聚調查時，則以定點法進行第 1次調查
後，分別將每一林分的累積物種數對取樣樣

點數作圖，檢視累積曲線是否已達到漸近線，

若否，則重複調查該林分的同樣樣點，直到

達到為止；概念與Watson (2004)的第二個停
止規則類似。這些研究當中，各樣點或林分

的努力量不固定，但樣本的代表性或完整性

可以一致。Watson (2004)有樣區完整的多樣
性資料，他發現第一個規則可以記錄到全部

物種數的 72.5%，後者則可以記錄到 78.4%。
惟在其他種類多樣性未知的群聚，其停止規

則可以調查到多少百分比，顯然難以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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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ts et al. (2008)類似的停止規則，即缺乏其
察覺完整性的評估。因此，雖然Watson (2004)
的兩種規則都很簡單，但應用在不同群聚時，

其樣本涵蓋率是否相同，不無疑問。另外，

這些停止規則也無法預估尚需投入的努力量。

三、調查程序及停止規則

在確保樣本有相同代表性或完整性的前

提下，我提出動物資源調查的實施程序及停

止規則。Chao2及Sud 適合用以評估調查努力

量是否足夠。Chao2可視為累積物種數的先行
指標，Sud 則反映累積物種數與估計值之間的

落差，可做為樣本代表性或完整性的指標。

搭配外推 SRC，則可以預估尚需投入的努力
量。我因此建議調查實施程序及停止調查之

決策過程如下：

1.決定可接受的樣本完整性 (即未察覺物
種數比例Sud 的上限，例如 5%)；

2. 確定可維持相鄰兩次重複調查樣本的獨
立性之最短時間間隔；

3.以最短時間間隔重複調查至少 2次；

4.以全部樣本計算Chao2與Sud，並對樣

本數作圖；

5.若Chao2隨樣本增加，呈明顯增加趨
勢，繼續調查並重複步驟 4；

6.若Chao2穩定，則若Sud大於設定標準，

繼續調查並重複步驟 4；

7. 當 Sud 等於或小於設定標準時，停止

調查。

此一停止規則也可視情況修改；例如地區

搜尋法、鳥類繫放或以陷阱捕捉小型哺乳動

物時，適合以察覺個體數評估努力量，此時

可以改用Chao1估計物種數，並以 IRC外推，
預估尚須投入的努力量。另外，此停止規則

只適用在群聚組成穩定的期間。如果調查期

程已知將含括物種組成差異很大的不同時期，

例如整年濕地鳥類相調查跨越夏季留鳥期、

秋季過境期、冬季候鳥期、春季過境期 (e.g., 
許等 2010)，那麼不同時期應該分別實施此停
止規則。又若研究旨趣在於逐月鳥類相變化，

則每月都應視為獨立母體重新抽樣及實施停

止規則。至於可維持樣本獨立性的重複取樣

之最短時間間隔，可由相似棲地與季節的歷

史調查資料，以自相關 (autocorrelation)或半
變異數 (semivariance)等方法分析；相關議題
仍待未來進一步討論。在釐清之前，依過去

經驗，5–10天應該是可接受的調查間隔。

本研究的努力量評估及停止規則具實用

性。相較於前人，本方法：(1)能瞭解樣本代
表性與完整性；(2)可依據不同完整性需求，
彈性調整停止時機；(3)能預估尚需投入的努
力量。對大部分研究而言，事先探討所需努

力量 (e.g., Shiu and Lee 2003; 張 2009)可能緩
不濟急，研究資源分配上也不切實際。停止

規則無需事先決定努力量，相對具彈性與實

用性。我建議未來動物資源調查應避免使用

固定努力量，並參考本研究之停止規則，設

計各自的調查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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